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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协调发展新理念要求三次产业间要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三次产业协调发展。

在测算长江经济带九省两市三次产业协调程度的基础上,采用静态面板、面板门槛和空间面板模型,估计交通、能源

和信息三类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整体上,这三类基础设施建设都显著提高

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度,且长江上游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提高作用最大,中下游地区信息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提

高作用更大。信息和能源基础设施对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度的提高作用有门槛效应,从低区间跨越到中高区间

后,该提高作用在递增。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三次产业协调度还存在空间自相关效应,在此条件下,三类基础设施建设

依然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度提高,信息基础设施对于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长江经济带应持续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的整体投资力度,并针对性补齐不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发挥地区间三次产业协调度的空间外溢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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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战略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区域开放开发重大国家战略之一。围绕长江这一黄金水道,长江经济带战略是

要打造跨越长江上中下游九省两市的内河经济带、协调发展带、对内对外开放带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带。同时,协调发展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包括区域协调、城乡协调、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

四方面的协调。产业协调是这四方面协调的基础。只有产业协调发展,才能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文化产业与非文化产业的

协调能保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协调,且军工产业与民用产业的协调发展才能保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融合。长江经济带战

略实施也必须符合协调发展新理念的要求,也必须关注产业协调发展问题。 

产业协调发展要求国民经济,或地区经济内各细分产业之间比例与关系协调,基于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联,共同构成一个内

部正循环、正反馈的生态体系,彼此支撑,共同壮大。产业协调首先就是三次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强调产业之间的关联
[1]
。如果

将第一、二和三产业作为三个子系统,这三者之间保持协调关系意味着要符合经济社会发展、供需动态平衡的要求,要实现社会

资源要素在三次产业间的合理配置[2]。由此,长江经济带产业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也应该先聚焦其三次产业协调,侧重研究决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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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产业协调的重要因素。 

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过去经济高速发展的核心推动力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都倾向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经济

发展[3],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依然是其核心内涵之一[4]。国内外大量文献都表明,基础设施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5,6],打破国内市

场分割[7],进而促进经济增长[8,9]。但这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10],并且具有显著的跨区域正向溢出效应[11]。在长

江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同样促进经济增长[12],这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依然成立[13]。基于以上观点,本文尝试提出基础设施还可

能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其可能的理由是,基础设施建设为其他产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降低要素跨产业流动的壁垒,促进要素

在三次产业间流动,优化资源在三次产业间的配置;为各地区比较优势潜力产业快速发展提供条件,进而带动上下游产业成长。 

目前已有大量文献分别研究产业协调发展或基础设施建设,但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

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本文试图在长江经济带中研究这种影响,并将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度提高的门槛效应、空间外

溢效应纳入研究范围,尝试去补充现有的研究成果。本文先从理论上推演基础设施建设与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度之间的影响

机制,接着构建 2002～2017 年长江经济带各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细分交通、能源和信息三类基础设施,把第一、二、三产业

分别作为一个子系统,采用耦合协调度来衡量三次产业协调度。长江经济带总体样本的检验结果证明,三类基础设施建设都有助

于提高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度。长江上、中、下游分样本的检验依然支持该结论,但三类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

差异,上游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提高作用最大,中下游地区信息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提高作用更大。信息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对长

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度的提高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即随着信息与能源基础设施从低区间上升到中高区间后,这种提高作用呈现

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另外,由于地理位置临近,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度存在空间自相关关系,临近省份彼此正向外溢,信息基

础设施对三次产业协调度的提高作用最大,交通基础设施的提高作用最小。本文的研究对于长江经济带进一步贯彻协调新发展理

念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依然应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1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1.1基础设施建设对于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 

如果将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作为地区经济运行的三个子系统,那么三次产业发展协调与否,就在于三个子系统之间能否实

现互相支撑,互相促进,能否实现正反馈力超过负反馈力,进而形成三个子系统整体上共同发展的总体格局[14]。 

区域经济发展辐射理论认为,基础设施作为辐射的媒介直接决定着辐射的有效性。首先,基础设施提供所有产业发展都必需

的基础产品与公共产品,例如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基站、光纤等通讯信息设施,火力发电、水电站等能源设施,这些基础设施

是保障各产业企业正常运行的重要投入品,能为三次产业均衡发展提供前提条件。其次,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一体化市场的形成,促

进社会资源与要素的流动,降低要素流动的壁垒与成本。例如高铁建设带动人员的快速流动,进而促进资金等其他要素的流动;又

如信息基础设施降低信息交流的壁垒,为优势产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社会资源与要素的快速流动是在三次产业间优化

配置的前提,社会资源与要素能借助完善便利的基础设施在三次产业中寻找到收益率最高的领域,这就提高三次产业协调度。再

次,基础设施建设对不同产业发展的强度有差异,例如铁路的基础设施投资对第二产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对第一、第三

产业的推动作用较为缓和[15]。但总体上,基础设施建设使各地区具有比较优势潜力的产业真正发挥其比较优势,提高比较优势产

业中企业生产率[16]。优势产业做大做强并不意味着三次产业协调度降低,它会通过紧密的投入产出联系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共同发

展,这实际上有利于三次产业协调度提高。基于这三方面的理由,本文提出假说 1。 

假说 1: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提高作用。 

1.2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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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涵盖九省两市,纵贯我国大陆的东西,具体分为长江上、中、下游 3 个地区。上游地区包含云南、贵州、四川、

重庆,中游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下游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自然资源禀赋论提出,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地理、

气候、资源条件导致它们从事不同产业部门生产,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自然地理条件差别明显,导致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不一,进而三

次产业协调发展面临的基础设施约束条件不同。比如上游地区地形复杂、地势起伏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难度更大,交通基础设

施对当地三次产业协调度的影响可能相对较强;中下游地区地理条件相对较好,交通基础设施更为便捷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高,

这更加便于信息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对三次产业协调度发挥作用。尽管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都会促进其三次产

业协调发展,但考虑不同地区间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要素配置、产业耦合等结构特征也不同,不同类型基

础设施建设对不同地区三次产业协调度的提高作用也会不同[17]。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2。 

假说 2:基础设施对于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提高作用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存在差异。 

1.3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存在非线性影响 

在假说 1基础上,本文提出基础设施建设对于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提高作用可能不是线性作用。这是由于基础设

施建设存在的规模经济效应,只有当基础设施建设达到一定规模门槛后,其对产业协调度的影响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这种规模经

济效应在城市地铁建设中很明显,只有当该城市地铁达到一定规模,具有足够多线路和站点覆盖城区,它才会真正便利居民出行。

在上海这类地铁网络完善的城市,居民通过地铁去城市任何一个角落,方便快捷;而在只开通一两条地铁线的城市,如宁波、无锡

等,地铁通达度很低,覆盖的区域有限,并不能真正替代私家车以及公交车出行。陈磊等[18]发现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对制造业成本具

有显著的规模效应。基础设施规模进一步扩大后,能使得各产业经营成本以更大程度下降,这就更大程度上提高三次产业的协调

程度。这种非线性影响必须要求基础设施达到特定的规模水平,这也是一种门槛效应,跨越门槛后,基础设施对三次产业协调度的

影响将进一步增大。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3。 

假说 3:基础设施对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存在非线性递增的提高作用。 

1.4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在各省彼此间存在外溢效应 

长江黄金水道贯穿长江经济带九省两市,包括水陆空在内的多种运输网络已经形成,各省市在地理空间上紧密相邻。长江经

济带各省市之间交通道路相连,信息传输共享,电力能源转移,这些都为资源要素在地区间的顺利流动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这种

资源要素在空间上跨区域的便利流动为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度的空间相关奠定了基础[19]。Yu 等[20]就发现全国范围内交通基

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我国产业发展带来正向外溢。根据增长极理论,特定地区增长极的推动效应和连锁效应可带动周边地区发

展。当增长极地区三次产业协调度提高后,这对周边临近且要素禀赋相近的地区就产生示范效应,推动当地产业模仿发展。这种

增长极地区的产业扩散连锁效应推动周边地区产业发展,且后者三次产业协调度也上升。这些都构成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发

展外溢效应的微观基础。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4。 

假说 4: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存在外溢影响,即空间自相关效应。 

2 模型设定与指标数据 

2.1模型设定 

本文构建 2002～2017 年长江经济带省级平衡面板数据,包含横截面和时间两个维度,所以设定静态面板估计模型式(1)检验

假说 1。假说 2的检验则将长江经济带分为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三个子样本,依然适用静态面板估计模型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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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 i表示长江经济带省份(直辖市),t表示年份。因变量为三次产业协调度 lind_cor,核心解释变量是基础设施 linfra。

Zc为一组控制变量。α为截距项,β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如其显著为正,就说明基础设施建设能推动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

协调程度的提高。θc为一系列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 

其次,为检验假说 3,本文采取面板门槛模型[21],在识别门槛值后就能估计出不同区间内基础设施建设对三次产业协调度的非

线性影响。先检验门槛存在性,即基础设施是否存在门槛值φ,有可能不存在,也可能存在一个或多个门槛。然后根据门槛数量设

定模型,如果仅存在一个门槛,设定模型式(2)。I(·)为指标函数,满足其后条件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β1、β2为待估计系数,分

别表示当基础设施处于不同区间时,它对三次产业协调度的影响。 

 

再次,假说 4提出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空间外溢效应,这需要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Moran’sI指数加以检验,

并采用空间实质相关的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即式(3)来具体估计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度存在空间自相关时,基础设施建设

对三次产业协调度的影响。W 为空间权重矩阵,ρ 为空间自回归系数,代表长江经济带各省三次产业协调度之间的相互影响。μ

为随机误差项。 

 

2.2指标选取、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被解释变量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程度的衡量指标是耦合协调度(lind_cor),耦合协调度模型在复杂系统协调程度研究被广泛

运用[22,23]。三大产业是国民经济运行的三个子系统,彼此之间存在复杂多样的关联,耦合协调度能较好衡量这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协

调发展程度。本文借鉴巫强等[14],采用四步法构建耦合协调度指标。第三步权重处理采用两种办法,尽可能提高结论的可靠度。

一是均取值为 1/3,表明三大产业在国民经济运行中都不可或缺,同等重要;二是分别取对应年份中的三大产业产值占比,能更好

衡量三大产业的规模差别,体现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产业结构的差异。所以被解释变量三次产业协调度的衡量指标有两个:以 1/3

为权重的 lind_cor1、以当年三大产业产值占比为权重的 lind_cor2,均取自然对数。安徽、四川、贵州、云南 4省 2017年数据

缺失,本文利用它们前 3年的数据,采取线性插值弥补缺失值。 

根据世界银行对基础设施的定义和刘生龙等[9],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基础设施分为交通、能源和信息 3类,设定 ltransport、

lenergy、linformation,依次表示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并分别选取 3 个指标来衡量。交通基础设施

ltransport采用路网密度来衡量,将铁路营业里程、公路线路里程和内河航道里程的加总值除以该省(市)面积得到。能源基础设

施 lenergy 衡量指标是人均电力能源消费量,将电力能源消费总量除以该省(市)常住人口数得到。信息基础设施 linformation

衡量指标是该省(市)电话普及率来衡量。这 3个衡量指标均取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选取 4 个。一是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是人均可支配收入 ledep。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既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

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二是城镇化水平 lurb,采用城镇居民占总人口比来衡量。城镇化进程对三次产业作用不同,使得劳动力和

资本在三次产业间再分配,导致三次产业间的差速发展,从而影响三次产业协调程度[24]。三是政府干预 lgov,用政府公共财政支出

占 GDP 比重衡量。政府支持一方面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影响需求结构,都进而改变三次产业结构与协调程度
[25]

。四是经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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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lopen,用进出口总额占 GDP比重来衡量。贸易开放度提高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可能改变三次产业协调度[26]。控制变量衡量指标

也都取自然对数。 

上述衡量指标均来自于 wind数据库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变量的统计描述如表 1所示。 

表 1变量统计性描述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衡量指标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lind_cor1 

三次产业协调度 
权重取 1/3,取自然对数 -0.699 -2.215 -0.001 

lind_cor2 权重取三大产业占比,取自然对数 -0.709 -2.197 0.000 

 ltransport 交通基础设施 路网密度,取自然对数 3.201 1.611 4.030 

解释变量 lenergy 能源基础设施 人均电力能源消费总量,取自然对数 7.733 6.370 8.911 

 linformation 信息基础设施 电话普及率,取自然对数 4.243 2.632 5.144 

 ledep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可支配收入,取自然对数 9.751 8.657 11.044 

控制变量 
lurb 城镇化水平 城镇居民比重,取自然对数 -0.753 -1.415 -0.109 

lgov 政府干预 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占 GDP比重,取自然对数 7.506 6.698 8.299 

 lopen 经济开放 进出口总额占 GDP比重,取自然对数 5.534 3.878 7.736 

 

3 实证结果 

3.1基础设施对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度影响的整体检验 

表 2是假说 1的检验结果,(1)～(4)的被解释变量指标是 lind_cor1,(5)～(8)的被解释变量指标是 lind_cor2。本文在(1)～

(3)、(5)～(7)中估计各基础设施变量对三次产业协调度的单独影响,然后在(4)、(8)中合并估计综合影响。表 2 依次采用混合

回归、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 3 种估计方法,再通过 F 检验判断应采用混合回归还是固定效应。(1)～(8)P 值均小于 0.05,说明固

定效应方法优于混合回归方法。接着 Hausman检验发现固定效应方法优于随机效应方法。为简便起见,表 2仅汇报固定效应方法

的估计结果。 

表 2 中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三个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始终为正,且都至少通过 10%的显著性检

验,说明长江经济带三类基础设施建设都会提升三次产业协调度。假说 1成立,基础设施改善便利各类要素在三次产业间的流动,

优化要素的合理配置,提高各省市的三次产业协调度。另外,能源基础设施估计系数大于信息基础设施估计系数,后者又大于交通

基础设施估计系数。这表明与交通基础设施相比,能源基础设施与信息基础设施对于三次产业协调度的促进作用更强烈。这可能

因为长江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相对完备,交通基础设施改善降低交通成本,导致发达地区虹吸欠发达地区要素,欠发达地区产业

结构难以优化[27],使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江经济带各省三次产业协调度的平均促进相对较小。 

表 2基础设施影响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度的静态面板估计结果(整体样本)1 

 

lind_cor1 lind_cor2 

(1) (2) (3) (4) (5) (6) (7) (8) 

FE FE FE FE FE FE FE FE 

ltransport 
0.390**   0.149* 0.405*   0.181* 

(0.101)   (0.066) (0.096)   (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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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ergy 
 1.098**  0.690**  1.006**  0.594** 

 (0.130)  (0.131)  (0.146)  (0.140) 

   0.893** 0.620*   0.865** 0.594** 

linformation   (0.140) (0.141)   (0.126) (0.141) 

观测值 176 176 176 176 176 176 176 176 

Hausman统计量 46.63 106.29 79.95 80.54 55.69 110.00 91.28 88.11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括号内数字为以省份为聚类标准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和 1%. 

3.2基础设施对长江上、中、下游三次产业协调度的影响检验 

针对假说 2,本文将长江经济带按上、中、下游地区分样本回归,同样采用静态面板模型来估计三类基础设施的系数。表 3中

因变量、核心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与前文一致。该表同时纳入三种不同基础设施的核心解释变量,估计它们对三次产业协调度的

综合影响。F检验发现固定效应优于混合回归,Hausman检验发现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应。所以表 3仅汇报固定效应估计结果。 

在上游地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对三次产业协调度的促进作用得到验证,交通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相对不够稳健,而信息基

础设施的促进作用未被证实。上游地区交通设施薄弱是长期以来制约其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这与其自然地理条件有关,跨越云

贵高原、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地势起伏变化大且地质条件复杂,制约其交通设施建设。基于同样原因,上游地区信息基础设施也

相对薄弱,导致其对三次产业协调度的促进作用难以发挥。 

表 3基础设施影响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度的静态面板估计结果(长江上、中、下游分样本) 

 

上游 中游 下游 

(9) (10) (11) (12) (13) (14) 

lind_corl lind_cor2 lind_cor1 lind_cor2 lind_cor1 lind_cor2 

 FE FE FE FE FE FE 

ltransport 
0.091 0.139* 0.260* 0.255* 0.119 0.167 

(0.030) (0.029) (0.030) (0.046) (0.167) (0.102) 

lenergy 
1.074* 1.123* 0.096 0.020 0.524 0.412 

(0.189) (0.195) (0.318) (0.273) (0.251) (0.211) 

linformation 
0.344 0.282 1.000* 1.020* 0.879* 0.703* 

(0.225) (0.233) (0.217) (0.188) (0.266) (0.192) 

观测值 64 64 48 48 64 64 

Hausman统计量 19.68 22.41 13.58 13.35 25.47 26.44 

P值 0.000 0.000 0.001 0.001 0.000 0.000 

 

注:括号内数字为以省份为聚类标准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和 1%.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对三次产业协调度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这符合信息化时代产业的发展趋势,信息基础设

施极大便利信息和其他经济要素流动,各产业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化,有助于产业协调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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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尽管三类基础设施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但系数显著性存在差异。上述结果说明在长江上中下游不同地区,基础设施对

三次产业协调度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别,假说 2 成立。分析这种地区间差异的源头,这与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间产业发展梯度而导

致的板块化发展模式有关
[28]

,与它们经济发展层次不同和地理差异有关。 

3.3基础设施对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度的门槛效应检验 

3.3.1门槛识别结果 

本文分别识别三类基础设施变量是否存在门槛及门槛个数,被解释变量分别为 lind_cor1和 lind_cor2,结果见表 4。 

表 4三类基础设施的门槛识别结果 

被解释变量 

门槛变量 

lind_cor1 lind_cor2 

ltransport lenergy linformation ltransport lenergy linformation 

单一门槛检验 13.03 38.57** 36.90** 9.90 51.44** 44.15** 

双重门槛检验 14.91 12.05 20.68* 12.86 11.94 12.62 

三重门槛检验 7.39 9.88 8.15 5.75 5.61 10.23 

 

注:采用 Bootstrap反复抽样 300次得到 P值和临界值,*、**、***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和 1%. 

在被解释变量为lind_cor1时,能源基础设施通过单门槛检验,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信息基础设施通过单门槛检验和双门槛

检验,且分别在 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在被解释变量为 lind_cor2时,能源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通过单门槛检验,且均在 5%

的水平下显著。与此对应,能源和信息基础设施的门槛估计值与置信区间见表 5。 

表 5门槛值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门槛变量 门槛值 1 95%置信区间 门槛值 2 95%置信区间 

lind_cor1 
lenergy 7.009 [6.988,7.046]   

linformation 3.311 [3.296,3.367] 4.722 [4.694,4.746] 

lind_cor2 
lenergy 7.009 [6.965,7.046]   

linformation 3.311 [3.296,3.367]   

 

表 5 说明,在被解释变量为 lind_cor1 时,能源基础设施的门槛值 1 为 7.009,分为低能源基础设施(lenergy≤7.009)和高能

源基础设施(lenergy>7.009)两个区间;信息基础设施的门槛值 1 为 3.311,门槛值 2 为 4.722,分为低信息基础设施

(linformation≤3.311),中信息基础设施(3.311<linformation≤4.722)和高信息基础设施(linformation>4.722)三个区间。在

被解释变量为 lind_cor2 时,能源基础设施的门槛值 1 为 7.009,分为低能源基础设施(lenergy≤7.009)和高能源基础设施

(lengy>7.009)两个区间;信息基础设施的门槛值 1 为 3.311,分为低信息基础设施(linformation≤3.311)和高信息基础设施

(linformation>3.311)两个区间。 

3.3.2门槛效应估计 



 

 8 

在识别出门槛后,本文采用静态面板模型在不同区间内估计基础设施对于三次产业协调度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 6。在被解释

变量为 lind_cor1时,(15)是核心解释变量、门槛变量均为能源基础设施的估计结果,(16)是均为信息基础设施的估计结果;在被

解释变量为 lind_cor2 时,(17)是均为能源基础设施时的估计结果,(18)是均为信息基础设施时的估计结果,控制变量同前文一

致。 

表 6面板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 

门槛变量 

lind_cor1 lind_cor2 

(15) (16) (17) (18) 

lenergy linformation lenergy linformation 

门槛变量（区间 1） 
0.912*** 0.476*** 0.810*** 0.465** 

(0.109) (0.150) (0.101) (0.150) 

门槛变量（区间 2） 
0.945*** 0.579*** 0.845*** 0.557*** 

(0.110) (0.139) (0.102) (0.139) 

门槛变量（区间 3） 
 0.619***   

 (0.142)   

观测值 176 176 176 176 

R
2
 0.959 0.971 0.965 0.974 

 

注:括号内数字为以省份为聚类标准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和 1%. 

表 6中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能源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均正向促进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度,且这种

促进作用都体现出递增的非线性特征。(15)列高能源基础设施阶段的系数大于低能源基础设施阶段,对于三次产业协调度的促进

作用幅度更大。(16)列高信息基础设施阶段系数>中信息基础设施阶段>低信息基础设施阶段,随着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进入更高的

区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度的正向促进作用也递增。(17)、(18)列也与前述一致,假说 3成立。 

3.4长江经济带空间自相关条件下基础设施建设对三次产业协调度的影响检验 

针对假说 4,本文进一步研究空间自相关条件下基础设施建设对三次产业协调度的影响。先构建空间权重系数矩阵,采用常用

的 0～1邻接矩阵,即当两个省市在空间地理上相邻时,矩阵对应元素取 1,否则取 0;对角线上的元素取 0。 

3.4.1空间相关性检验 

本文采用 Moran’sI 指数,检验 lind_cor1 和 lind_cor2 分别为被解释变量时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结果如表 7 所示。其中

当 lind_cor1为被解释变量时,2002～2013年通过 Moran’sI指数检验,存在空间自相关;当 lind_cor2为被解释变量时,2002～

2011年通过 Moran’sI指数检验,存在空间自相关。假说 4成立。 

3.4.2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的估计结果 

根据表 7,被解释变量为 lind_cor1时,本文构建长江经济带 2002～2013 年的平衡面板数据;被解释变量为 lind_cor2 时,构

建长江经济带 2002～2011 年平衡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自回归模型(SAR)估计不同基础设施对于三次产业协调度的具体影响,结果

见表 8。估计时均采取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估计,并采用 Hausman 检验比较结果。(20)、(23)、(24)列 P 值小于 0.05,说明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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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优于随机效应方法;(19)、(21)、(22)列 Hausman 统计量为负,这是由于小样本偏误导致的异常,同时参考金煜等[29],不拒绝

原假设,即采用随机效应估计方法。为简便起见,表 8仅汇报经 Hausman检验后较优的估计结果,控制变量同上一致。 

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的估计系数始终显著为正,说明在考虑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度空间自相关

的条件下,三类基础设施建设依然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度提升。与表 2对应的估计系数相比,表 8中三类基础设施的估计系数变小,

这表明在考虑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度的空间自相关条件后,估计结果能消除这种空间自相关的影响,更加准确。同时,三种基

础设施变量估计系数大小有差异,信息基础设施系数≥能源基础设施系数>交通基础设施系数。该结果与表 2相比,交通基础设施

系数均最小,长江经济带还需继续加强交通基础设施,进一步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对三次产业协调度的提高作用。表 8 中信息基础

设施系数最大,这再次说明在信息化时代,完善信息基础设施,便利信息流动分享,对促进产业协调发展产生重大作用。 

表 7 Moran’sI指数检验结果 

 lind_cor1 lind_cor2 

年份 Moran’sI E(I) Sd(I) z-value p-value 年份 Moran’sI E(I) Sd(I) z-value p-value 

2002 0.406*** 0.100 0.190 2.663 0.004 2002 0.542*** 0.100 0.191 3.354 0.000 

2003 0.426*** 0.100 0.191 2.746 0.003 2003 0.578*** 0.100 0.192 3.536 0.000 

2004 0.342*** 0.100 0.180 2.457 0.007 2004 0.485*** 0.100 0.190 3.085 0.001 

2005 0.479*** 0.100 0.181 3.199 0.001 2005 0.618*** 0.100 0.194 3.701 0.000 

2006 0.423*** 0.100 0.189 2.764 0.003 2006 0.567*** 0.100 0.198 3.377 0.000 

2007 0.335*** 0.100 0.180 2.416 0.008 2007 0.521*** 0.100 0.196 3.162 0.001 

2008 0.316*** 0.100 0.172 2.426 0.008 2008 0.487*** 0.100 0.196 2.992 0.001 

2009 0.317*** 0.100 0.173 2.407 0.008 2009 0.413*** 0.100 0.189 2.719 0.003 

2010 0.317*** 0.100 0.173 2.407 0.008 2010 0.413*** 0.100 0.189 2.719 0.003 

2011 0.365*** 0.100 0.180 2.585 0.005 2011 0.337*** 0.100 0.178 2.450 0.007 

2012 0.188*** 0.100 0.151 1.908 0.028       

2013 0.096* 0.100 0.133 1.472 0.071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和 1%. 

表 8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的估计结果 

 

lind_corl lind_cor2 

(19) (20) (21) (22) (23) (24) 

RE FE RE RE FE FE 

ltransport 
0.065* 

(0.036) 
  

0.061* 

(0.037) 
  

lenergy  
0.120** 

(0.061) 
  

0.144** 

(0.067) 
 

linformation   
0.310*** 

(0.065) 
  

0.198*** 

(0.039) 

rho或 lambda 
0.561*** 

(0.031) 

0.077 

(0.110) 

0.566*** 

(0.026) 

0.503*** 

(0.031) 

0.344*** 

(0.104) 

0.198* 

(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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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t_thtea或 ln_phi 
-1.166*** 

(0.321) 
 

-1.538*** 

(0.295) 

-0.868*** 

(0.374) 
  

sigma2_e 
0.007*** 

(0.001) 

0.001*** 

(0.000) 

0.006*** 

(0.001) 

0.007*** 

(0.001) 

0.001*** 

(0.000) 

0.001*** 

(0.000) 

观测值 132 132 132 110 110 110 

R2 0.908 0.455 0.904 0.916 0.422 0.381 

Hausman统计量 -13.58 13.12 -3.07 -28.29 18.79 27.86 

P值  0.022   0.002 0.000 

 

注:括号内数字为以省份为聚类标准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和 1%. 

4 结论与建议 

长江经济带贯穿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板块,是我国的经济脊梁,也是我国经济稳增长的核心空间支撑。本文重点研究在协调

发展的新理念下,基础设施建设对于长江经济带九省两市三次产业协调度的影响。本文先提出四大假说,第一,基础设施建设能提

高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程度;第二,该促进作用在长江上、中、下游间存在差异;第三,该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即存在

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度的非线性影响;第四,促进作用存在空间效应。接着,本文构建 2002～2017 年长江经

济带省级面板,采用耦合协调度来衡量三次产业间的协调度,将基础设施细分为交通、能源和信息基础设施三类,依次对长江经济

带整体样本、上中下游分样本采用静态面板估计方法,再用面板门槛模型、空间自回归模型检验上述假说。 

结果表明,首先长江经济带三类基础设施均对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加强三类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长江经

济带产业协调程度提高。其次该促进作用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存在差异,上游地区由于地形地势复杂,交通基础设施对于三次产

业协调度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中下游地区由于地理条件相对较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信息和能源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更

为明显。再次,信息和能源基础设施对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度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信息和能源基础设施从低区间向中高区

间跨越后,该促进作用递增。最后,Moran’sI指数检验表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三次产业协调度存在空间自相关,在此前提下,三类

基础设施建设依然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度提高,信息基础设施对于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 

本文研究的重大政策意义在于:我国应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协调度的促进作用,继续加大对基础设

施建设的投资力度,符合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整体要求。同时,我国迫切需要针对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的特点,针对不同的基

础设施建设短板,有重点地加大投资力度。具体而言,上游地区应着重建设交通基础设施,解决地形地势对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制

约条件;中下游地区应重点建设信息和能源基础设施,便利产业发展所需各类关键要素的流动,为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提供优越的

基础条件。长江经济带还尤其要加快信息和能源基础设施成网成片建设,注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真正发挥对三次产业协调发

展的促进作用。 

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包括,收集长江经济带更为细致的地级市数据,细化研究地级市的三次产业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长

江经济带不同省市间,跨区域的产业协调问题,例如产业结构的互补与重叠,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与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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